启蒙的真谛
 
      [1] “启蒙”的本义是开启蒙昧，识字读书，明白事理。在中国古代，人们从小要接受“蒙学”，才能成为有教养的人，否则就是“教化未开”。据说，早年被启蒙到了什么程度，决定其日后可达到的智力高度。

      [2] 同样，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，也与启蒙相伴随；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化。

      [3] 然而，作为现代话语的“启蒙”，却源自于近代西方。在人类历史上，近代启蒙思想和启蒙运动首发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，后传播到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，波及北美，19世纪后期又影响到日本、中国等亚洲国家。

      [4] 正是由于西方有了洛克、斯密、伏尔泰、卢梭、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，才有了之后欧美的工业革命、市场经济和宪政体制。在中国，自晚清时期出现近代启蒙思想后，中国知识分子在“救亡图存”的背景下，借助西方近代思想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，塑造新型国民，引发了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新文化运动等。特别是在当代，1978年关于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，带来了之后“改革开放”的巨大成果。由此，思想的力量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  [5] 长期以来，人们对于启蒙运动有一种误解，认为那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哲人启发、教育、训导被启蒙者，因而“启蒙”成了及物动词，其宾语是未开化的芸芸众生。其实，根据现代启蒙思想家康德的解释，启蒙的本质不是“他启”而是“自觉”，即人们从由自我原因的不成熟状态（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）中觉醒，其根源并非是人们缺乏理性，而是缺乏对理性的运用。

      [6] 这种真知灼见至今闪烁着理性的光芒。

      [7] 在西方，启蒙思想的支撑源于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知，如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、牛顿的“万有引力”、伽利略的“宇宙论”等，认为整个宇宙中的一切物体都遵守同一定律，进而冲破千年的宗教束缚，将这一理性思考引入了人类社会，从而开创了一个不断进取的新时代。在中国，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社会，使得科技落后、法治传统缺乏，只是受到近代西方启蒙思想（包括马克思主义）的影响，才引入了科学、民主、法治的概念，开始与世界文明接轨。

      [8] 在这一历史大潮中，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正如“一带一路”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不是中国的独角戏，而是沿途民族的大合唱，每个中国人对于客观与主观世界的深刻、自觉的理性开发，最终将汇集于前所未有的“中国梦”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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